
１９４９年前来华留学发展史钩沉
———基于史、志、传的资料

王昕生

　　提　要：“留学”一词借用于日语，最初是指倾慕中国文化的日本青年跟随遣唐使来华求学。来华留学古已
有之，中国最早的、成规模的来华留学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本文通过历代史、志、传中的资料，梳理来华留

学的发展历史，将１９４９年以前来华留学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周边国家广泛来华学习先进知识和经验的
“儒学时代”，与亚洲国家学生学者相互切磋、欧美传教士参与中国研究的 “传教士汉学时代”和各国学生学者

共同研究中国的 “专业汉学时代”，并探究不同时代来华留学生的流动、认同和融入的特征。

关键词：来华留学史　留学生　汉学

留学生通常指在母国之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学生。来华留学古已有之，中国最

早的、成规模的来华留学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中文语境中的留学生一词源自日语りゅうがくせ

い （ｒｙūｇａｋｕｓē），原指跟随遣唐使者来华求学的日本青年。隋唐时代，日本在派遣使节访问中国
时，同时派出了 “留学生”和 “还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文化。“还学生”在遣唐使完成外交使

命后随其一起回国，“留学生”则在遣唐使回国后仍然留在中国学习①。《旧唐书》沿用了这一

特殊称谓，其中记载 “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②。随着时代的发

展，“留学生”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从特指 “日本来华求学的学生”到泛指 “离开长居

之地赴外求学的人”③。从专指 “来华求学的外籍学生 （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ｅｎｔ）”，到涵盖 “出国学习的

中国学生”④。

“一部留学史蕴藏着有关对自我与他者认知、文化冲突与融合等等无尽命题，是对文化冲

突、适应、吸收、涵化、嬗变及传播的研究”⑤，对来华留学史的研究 “不仅是中外文化教育交

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外国留学生来华

留学的背景、动机、途径，他们在华学习、生活、活动的实况，对中国的认识、态度、心态，及

其在中外关系上的表现和中外文教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也涉及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曲折历

程、机制、规定”⑥。本文通过历代史、志、传资料，梳理来华留学的发展历史，将１９４９年前的
来华留学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周边国家广泛来华学习先进知识和经验的 “儒学时代”，与亚

洲国家学生学者相互切磋、欧美传教士参与中国研究的 “传教士汉学时代”和各国学生学者共

同研究中国的 “专业汉学时代”，并探究不同时代来华留学生流动、认同和融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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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国衣冠拜冕旒：唐宋时代的留学生
隋朝建立初期，崇尚佛法和中国文化的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推行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除

以朝贡为名多次向中国派出外交官员 （遣隋使）进行外交和贸易谈判外，同时派遣大批学问僧

和留学生来华学习佛法和中国文化。有关文献记载，日本在公元６００—６１４年间共派出５批遣唐
使节①。公元６００年，日本首次派使团访华，《隋书》载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

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②。《日本书纪》详细记录了日本推古十五

年 （６０７）小野妹子来华时随访学生的情况，包括留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
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和学问僧：新汉人、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等③。留

学生是来华学习隋朝制度、法律和文化的学者，学问僧则主要研修佛学，同时涉猎文学和哲学。

这两类人群大多由 “新汉人”或 “汉人”———即汉人移民或移民的后裔组成，他们精通中文，

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可以快速适应中国的学习环境。同时，他们的在华学习时间普遍较长，

６０７年来华留学的那批学生和僧侣中，倭汉直福因、新汉人广齐在华１６年，新汉人２５年，志
贺汉人惠隐、高向汉人玄理、南渊汉人请安留学时间超过３０年，他们见证了隋唐的更迭，积累
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日本政坛，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做出巨大贡献④。

“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是在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

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⑤ 唐朝来华留学规模更大、辐射更广、相关制度也更

趋成熟。日本是官方派遣留学生较多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学者考证，唐代日本共派遣唐使１９次
（实际成行１５次），每次随行的留学人员约１０—２０人，留名于史册的共计１５０人左右，包括学者
身份的留学生和僧侣身份的学问僧⑥，学问僧的人数是学者的三倍半以上⑦。新罗是唐代另一大

留学生主要派遣国，留学生规模甚至超过日本。据严耕望统计，新罗学问僧有据可考者达１３０
人，实际人数或远超于此。而留学生人数 “最保留之估计当有两千人”⑧，因人数众多，国子监

为其专设 “新罗马道”；此外，南诏、真腊、尼婆罗、高昌、吐蕃等国家均有向唐朝派遣留学生

的记录，《唐会要》载： “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

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⑨ 《新唐书》亦载：“四夷若高丽，百济，新

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瑏瑠 隋唐之后的两宋时期，周边国家派遣留

学生的热情大为下降。日本因长期内乱，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再以政府名义向中国派遣使

节和留学生；高丽则由于 “受制于辽朝，朝贡中绝”，史书所载的宋代高丽官派留学生仅 １１
人瑏瑡。两宋时期留学僧的数量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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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来华学习目的和求学路径也各不相同。留学生多出身于贵族阶层或中产家

庭，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异国留学的能力，并甘愿承担远渡重洋的风险，他们来华后首先

要通过官方组织的难如 “登仙籍”的 “宾贡科进士”考试①。通过考试的留学生被安排在固定

场所 （国子监六学）学习和居住②，由专业的教师 （博士或助教）培养，享受国家提供的奖学

金 （俸禄），并接受统一的机构 （国子监）管理，他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是儒学经典的治国安邦之

道③，学成后可以选择参加唐朝的官员选拔考试，也可选择回国投身仕途，入仕唐王朝的阿倍仲

麻吕 （汉名晁衡）和学成回国的日本政治家吉备真备都是其中佼佼者，但无论留在中国还是回

归母国都需要经过官方的批准④。学问僧是在佛学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或有志于学习、弘扬中国

佛法的各国僧侣，他们来华主要专注于学习佛法，同时致力于促成中国高僧赴日本讲学，其中最

富盛名的事件是鉴真东渡。两国僧侣的跨国流动，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双向交流。学问僧的求学

模式近似于 “游学”，虽有统一管理机构 （鸿胪寺）和国家提供的资助，但他们居无定处，学无

定所，往返于中国的名山大川，求道于高僧大德，学习和生活模式更为灵活自由；大部分留学生

及学问僧是通过国家派遣渠道来华学习，也有少数通过自发的、民间的途径来华学习，如因从事

国际贸易而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侨胞，《资治通鉴》记载 “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

降服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

利，安居不欲归”⑤，他们同样有机会在华接受教育、参加科举甚至入朝做官。唐宋时期广州、

泉州等地还专门为这类群体设立 “蕃学”。《中吴纪闻》中记载宋朝时的广州 “大修学校，日引

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⑥。宋代官方交流停滞后，学问僧多通过民

间渠道自费来华，他们求学的目的并非代表国家取经求法，而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需求来华朝拜

胜迹，消除业障⑦。

国力盛衰是影响官派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华的主要因素，唐太宗贞观年间，国力达到鼎盛，来

华留学生规模亦达到顶峰。《旧唐书》记载：“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

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⑧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各国与大唐合作的意愿减弱，留学生规模急转

而下，《唐会要》记载元和二年 （８０７）“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⑨。经济兴衰主要影响
民间交流的留学生，“蕃学”之所以设立在广州、泉州，恰恰是因为这两座城市是国际贸易重

镇；文化强弱主要影响民间交流的学问僧，唐武宗实施的灭佛运动导致了中国佛教的衰落，中学

西传则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壮大，此消彼长之下，两国对佛法的研究水平已经存在一定差距，

这也导致外国僧人入宋大多以到佛教圣地出家巡礼或求得明悟为目的，来华 “求法”的学问僧

规模有所下降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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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华交流时间长、认同程度高、融入程度深。木宫泰彦在其著作中

提到日本留学生在遣唐使回国后通常在华继续居住１０年至３０年，这一期间他们遵从唐朝的风俗
文化，衣食住行与唐人无异，改从唐人姓名、交往唐人朋友，甚至与唐人结为夫妻的情况均屡见

不鲜①。留学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参与程度同样较高，阿倍仲麻吕在华官至左拾遗，并与

诗人李白、王维交往密切，诗作唱和。新罗人崔致远进士及第后在朝为官多年，其著作 《桂苑

笔耕集》是 “少有的、保存至今的外域人记述一些唐朝史事的文集”②。学问僧空海来华留学不

仅学得佛法经典，回国创立日本密宗，同时也精研中国书法，成为日本 “平安三笔”之一。大

食人 （阿拉伯人）李彦升及第的故事成为陈黯 《华心》的原型③。

唐宋时代来华留学生在回国后对本国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派遣来华留学生较多的国

家，如日本、新罗、后百济、后高句丽等国，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积极学习，促进了

“中华文化圈”的逐渐形成。其中，日本对唐文化借鉴最多、吸收最彻底。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

“大化改新”就是在来华留学生高向玄礼、僧等人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次改革基本上是对唐朝

国家体制的全面模仿④。留学生也将唐朝文化器物和生活方式引进本国，新罗留学生薛聪回国以

后，利用汉字创造了新罗文字，史称 “吏读”；日本留学生空海回国后，仿汉字草书创立日本平

假名⑤；中国的茶道、围棋、书法也纷纷成为周边各国一时的潮流风尚。总而言之，唐宋时期来

华留学生促进了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辐射和普及，自此以后，中国的儒家文化、教育制度在亚洲

各国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元朝时期，儒家文化已经深入亚洲一些国家的平民家庭中。在

真腊 （今柬埔寨），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作 “班洁”⑥。

二　中学西传与西风东渐：明清时代的留学生
明清时期来华留学生仍以亚洲国家官派为主，整体规模不及唐宋时期，明代留学生主要来自

日本、琉球 （今属日本）、暹罗 （今泰国）、高丽 （今朝鲜）、占城等国，其中琉球派遣的学生

最多，《明史》中共有１１次派遣记录，人数共３５人，日本、高丽、暹罗仅一次⑦。清代不仅有
亚洲地区的留学生，俄国也陆续派出留学生，《钦定国子监志》记载 “外藩就学国子监者，有琉

球学、有俄罗斯学，俱不常设”⑧，在与清朝政府签订 《中俄恰克图条约》后，俄罗斯来华留学

生数量有所增加，从１７２７年到１８４０年间，俄国共派遣４０名留学生来华留学⑨。外国留学僧来
华交流史不绝书，直至清末国力衰弱、佛教式微才中断瑏瑠。明清留学僧多来自日本，主要通过民

间渠道来华访学，也有少数经由官方派遣瑏瑡。官派留学生以王亲、大臣子弟居多，他们代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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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访学具有一定外交性质。留学僧多因个人动机访华，或为 “钻研禅法”，或为 “求取碑铭”，

或为 “学习诗文”①。

明清时期官派留学生的培养和管理已较为成熟，学生来华先在礼部报到，后前往国子监，根

据汉语水平和感兴趣的学习方向进行培养②。所有的官派留学生均享受国家资助，待遇甚至高于

唐宋。《明史》记载：“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国学，赐巾服靴绦、衾褥帷帐，已复频有所赐。一日，

帝与群臣语及之。礼部尚书吕震曰：‘昔唐太宗兴庠序，新罗、百济并遣子来学。尔时仅给廪

饩，未若今日赐予之周也。’帝曰：‘蛮夷子弟慕义而来，必衣食常充，然后向学。此我太祖美

意，朕安得违之。’”③ 唐代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大多会在中国各地游历或继续从事研究，在华

时间可达１０至３０年。明清时期对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的时间和活动管理则非常严格，大部分留
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即被要求返回母国④，也有少数留学生参加明朝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可授予

官职。《南雍志》记载：“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等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涛登进士，

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⑤ 明景泰五年 （１４５４）越南人阮勤考取进士，“勤举景泰
五年进士。历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赐诰旌异。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筑墩台十四所，治垣

堑三十余里。岁饥，奏免七府租四十余万石。入为侍郎，调南京刑部。蛮邦人著声中国者，勤为

最”⑥。清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科举制度废除，但清廷依然为留学生组建专门机构以便选拔入
仕，考取进士的外国留学生授翰林院修撰，时称 “洋翰林”。亚洲地区官派留学生对中国文化认

可度较高，《明太祖宝训》记载 “高丽国王王颛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

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其词曰：‘秉彝好德，无古今愚智之殊；用夏变夷，在礼乐诗书之习。

故我东夷之人，自昔以来，皆遣子弟入太学。不惟知君臣父子之伦，亦且仰声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仁察臣向化之诚，使互乡之童得齿虞庠之胄，不胜庆幸’”⑦。相较而言，俄国的官派留学生

适应情况较差，他们并不在国子监完成学业，而是居住在俄罗斯馆，由国子监的老师驻馆教学，

因此他们深入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也相对较少，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相对较低。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

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

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⑧ １６世纪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人发现了到达中国的两条航路。明
清期间，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思想，但却意外促成了研究中

国、沟通中西的历史使命，成了特殊的 “留学生”群体。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欧

两地进行文化传播，一方面他们学习中文并在中国传播西学，促进了 “西学东渐”；另一方面他

们学习各种中国的专业知识，并用母语在西方传播，完成了 “中学西传”⑨。他们的作品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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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和 “中国学”的雏形①，也让欧洲大陆学术界将研究眼光投向中国，为此后大批真正意

义上的、以 “研究中国为志业”的西方学生来华留学埋下伏笔，西方留学生的到来也将促使

“传教士汉学研究”向 “学术汉学研究”转型。

三　想象的共同体：民国时期的留学生
晚清的来华留学仍然承袭隋唐以来传统模式，以官派留学生为主，生源来自朝鲜、日本、琉

球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自费留学已有出现，如 《湖北省志》中记载了朝鲜学生、学者赴叠山

书院求学的经历，“朝鲜左海 （道）成均世儒徐相默于１９０１年 （光绪二十七年）携弟子边尚玉

谒见万清轩，并住书院受教３０余日”②。
及至民国，周边国家仍有官派学生来华留学。王晓秋通过考察 《北京大学校史》，发现民初

时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曾有接收俄国和日本留学生的记录③。这一时期，大批中国学

生通过官派途径赴西方留学，中国教育也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加之，中华民国成立后，中

国开始逐渐注重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往，主动邀请各国学生来华留学，来华留学生的国家由数国

增至二十余国，除了亚洲地区外，欧洲、美洲乃至大洋洲，都有国家开启派出学子来华留学的航

道。”④ 民国时期来华留学生数量虽不及隋唐时期，但却真正意义上促成了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术

界的全面接触。一方面，１８４４年以后，传教士在华兴办了大批教会学校和新式学校，聘请了大
批西方学者来华任教，为中外交流提供土壤，这些学校也成为民国时期外国学生来华留学的首

选⑤；另一方面，最早的一批纯粹以汉学研究为目的的青年学生来到中国留学，他们弥补了传教

士没有在中国经过系统学习和本土汉学家没有亲临中国进行考察的遗憾。与此同时，众多留学海

外的中国青年学成回国，他们与初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彼此之间互动频

繁、交往不断⑥。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德国留学生傅吾康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Ｆｒａｎｋｅ）、艾锷风 （ＧｕｓｔａｖＥｃｋｅ）、谢礼
士 （ＥｒｎｓｔＳｃｈｉｅｒｌｉｔｚ）等⑦，法国留学生韩百诗 （ＬｏｕｉｓＨａｍｂｉｓ）、康德谟 （ＭａｘｉｍｅＫａｌｔｅｎｍａｒｋ）、
李嘉乐 （ＡｌｅｘｉｓＲｙｇａｌｏｆｆ）等⑧，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⑨，美国留学生
费正清 （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饶大卫 （ＤａｖｉｄＮＲｏｗｅ）、柯睿哲 （ＥｄｗａｒｄＡＫｒａｃｋｅ）等陆续来
到北京瑏瑠。这一时期的北京是风光无限的汉学中心。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

同的研究兴趣、在中国不同的教育机构学习研究的外国留学生齐聚于此，躬逢其盛。他们虽然有

着诸多不同，但共同的目标和志趣却使他们成为一个 “想象的共同体”。正如安德森在同名著作

中描述的那位年轻棕色皮肤的英国人一样，在中国相遇的外国留学生 “在每一次受到紧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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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途中，他都会发现一群能操双语的旅伴，而到头来他会逐渐对这些旅伴产生一种共同感。在

他的旅途之中，他很快就了解到他的出生之处———不管是族群的、语言的或者地理的———是无关

紧要的。他的出生至多只决定他会从此一朝圣之旅，而非彼一朝圣之旅出发而已”①。这些留学

生日后也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汉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本节以美国留学生费正清、德国留

学生傅吾康、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三个典型个案，探究他们来华留学动机、留学期间对中国社

会的印象和认知，以及在中国社会生活的状态。

１９２９年，２２岁的费正清完成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学业，开始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从他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位 《近代中国海关问题》的那天开始，他就与中国结下长久的缘分。

为了获得一手资料，费正清于１９３２年前往北京，在中国华文学校开始了留学生涯。他来华留学
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学位，而是进修汉语，并为博士学位论文搜集材料。但出乎意料的是，费

正清在北京期间不仅遇到多位中国的良师益友，还最终收获爱情。在他的回忆中，历史学家蒋廷

黻待他如师如父，不但在学业上给予他关照，指导他查找文献，撰写论文，同时也为他在华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当得知费正清留学奖学金申请失败时，蒋先生果断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渡

过经济危机。梁思成是费正清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他的中文名 “费正清”正是出自梁思成之

手，费、正、清分别对应他英文名字中的Ｆａｉｒ、Ｊｏｈｎ、Ｋｉｎｇ的发音，语含双关、意味深长，可以
解为 “费姓正直而清廉的人”。通过梁思成夫妇，费正清结识了一批从英美留学回国的精英，包

括胡适、金岳霖、傅斯年、陈岱孙、周培源等。在北京期间他也与不少同胞相逢，与福开森、西

克曼、毕乃德、卜德、顾立雅等学生有过交往。②

傅吾康出生于１９１２年，是著名德国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因为父亲的原因他很小就接触了
中国文化，并在双重文化的氛围中长大。傅吾康在中学毕业后就把从事汉学研究作为终身的事

业。１９３７年，刚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改革尝试》的傅吾康独自来

到中国，在中德学会进一步学习深造。１９４１年结识了曾留学德国的胡隽吟并迅速坠入爱河，为
了早日结婚，他提前结束了中德学会的研究工作，在师长萧公权的推荐下先后任教于国立四川大

学和华西大学。他对中国的印象始终是正面的：“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

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这是在古代有着高度独立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

力。”③ 并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更好地帮助自己了解西方，“跟大部分其他的欧洲人士相比，我在

这里的环境与中国的世界更为接近，更为密切。跟在北平的汉学家们相比，也是如此。毋庸讳

言，我自己也以最强烈的方式感受着这一文化的影响，从而也拥有了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欧洲的

能力。我现在能如此透彻地认识这许多事物，以至于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原先那充满成见和片面

性的生活中去了”④。在华期间他积极融入中国社会，买了四合院，娶了中国妻子，结交了很多

中国朋友，还收藏了不少中国古书、名画。他在回忆中对妻子在他留学期间给予他的帮助表达了

诚挚的感谢，“吾康初到中国时，人生地疏，得其引导协助，了解环境，克服困难，建立信心。

其后数十年，辗转各地，更无时不赖其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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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１９０４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神户是中国华侨聚集的城市，这使他有机会在充满中
国文化元素的环境中成长。高中时代他酷爱中国文学，１９２２年即将高中毕业进入京都大学的吉
川幸次郎利用假期时间赴华旅游，短短２０天，他就被中国江南的美景深深吸引，“中国天生就
是我的恋人”①。京都大学的培养让他逐渐从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变成将研究中国文学当作志业，

为了避免受到 “与日本文化完全相同的国家”认知偏误影响②，他认为应该到中国留学去 “了

解中国的一切”③。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吉川开启了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这段往事的回忆汇集
成 《我的留学记》。“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主要原因是大正时

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到了绝顶，或者说是处于低谷，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的感情也非

常不好的时期。所谓排日运动到了顶点，因此，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骤然减少了许多。”④ 与大

多数民国留学生相同，吉川在北京大学并非正式攻读学位，而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在学习方

面他 “并没有仔细地读书，也没有在学习上十分用心”，但为了实现深入了解中国，他 “说中国

话，穿中国衣，吃中国菜，一切尽量中国化地穿行在北京古城的街巷中……不仅在衣着谈吐、行

为举止，甚至在思想情感、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⑤，以

“被当作中国人”为荣⑥。留学期间，吉川住在日本留学生的专设宿舍 “延英舍”，与日本同学

切磋心得、交流学业，同时他非常注重利用留学的机会拜访中国名师大家，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

录了与黄侃结识请教的细节。总体来说，幼年的生活环境、大学的专业选择、美好的中国印象促

使吉川来华留学，并将从事中国研究作为终身追求。在北京三年的留学时光中，吉川尽可能通过

揣摩中国人的生活、思维方式，融入中国社会，对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思

考，避免 “两国民族在观察对方时，都受到各自民族特性的影响”⑦。

通过有限的历史材料，我们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他们分别来自美国 （美洲）、德国

（欧洲）和日本 （亚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代留学生的普遍特征：一是虽然大部分留

学生仍然通过官方途径来华，但留学动机多与个人的需求和意愿相关，而不再是代表国家；二是

中国的教育系统虽已逐步与国际接轨，大部分留学生也进入正式的教育机构学习，但他们留学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学位，而仅仅是为提高语言水平和了解中国风俗，或为取得本国学位和教职

收集研究资料；三是即便留学生对中国持正面印象，但也普遍对留学中国和从事中国研究的前途

并不看好。吉川幸次郎认为 “在东京大学做中国研究的人，多少总受其他学生的斜眼而视，打

个比方说，似乎是被压迫民族”⑧。费正清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及在华留学期间对前途渺茫的担

忧⑨；四是来华留学并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知识，而是 “抱着把中国人做不到的东西来替中

国人研究的态度”进行研究瑏瑠，这一 “喧宾夺主”的 “逆文化融入”现象也可以在中国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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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中得到佐证，著名史学家陈垣就曾说道：“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

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① 在１９２３年北京
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恳谈会上，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

说西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②

总结与讨论

留学的产生离不开空间的变化和社会的流动，社会的巨变和繁荣都会加速流动。最早的留学

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孔子周游列国，广收门徒。外国僧人入华始于东汉，例如天竺僧人摄摩

腾、竺法兰，安息僧人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僧人支谶、支曜，康居国僧人康孟详、康巨，来华

主要目的是传法和译经③。通过官方途径的来华留学始自于隋，兴盛于唐，转衰于宋。至元代，

由于战乱及蒙古贵族的统治政策，留学一事稀见于史。明代外国官生复至，是继隋唐之后又一次

来华留学高潮④。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外学术交流进入 “西学东渐”的时代，

西学兴起、中学衰落，来华留学的市场也每况愈下，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随着新中国

的成立，来华留学历史也进入发展的新篇章。

本文将１９４９年前来华留学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周边国家广泛来华学习先进知识和经验
的 “儒学时代”（唐宋时期），与亚洲国家学生学者相互切磋、欧美传教士参与中国研究的 “传

教士汉学时代”（明清时期）和各国学生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的 “汉学研究时代” （民国时期）。

隋唐两宋时期来华留学的主要群体是周边国家达官显贵的子弟 （留学生）和僧侣群体 （学问

僧）。明清时期上述群体的留学生规模大幅度缩减，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传教士自西而来，他

们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自发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随着他们的研究在欧美国家产生一

定影响，以研究为目的的西方学生和学者踏上了来华学习研究的旅程，他们逐渐取代传教士，形

成了以研究汉学和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共同体。

不同时代来华留学生的来华动机、对待中国社会的态度、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模式各不相

同，三个时代推动留学生来华学习的主要动机分别为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多元因素；留学生与

中国社会对待彼此的态度可以依次总结为：从被 “文化认同中心”边缘化，到双方彼此互相认

同，到 “多视角不排斥政治”，最后成为 “非政治、非文化、非社会的行动主体”⑤。留学生融

入类型可以大致划分为：同化型融入 （隋唐两宋）、边缘化型融入 （明清时期）和多元型融入

（民国时期）。

（作者单位：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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